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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ethnos看费孝通的社区研究与民族研究

杨清媚

提要:我们对费孝通先生的理解通常有几个层次，例如从经济方面去讨

论他的乡土工业，从社会方面去讨论他的“差序格局”，或从文化方面来关注
他的“文化自觉”，但是这些研究大都对费孝通缺乏整体的关照。根据这一
考虑，本文侧重从文化方面对他进行整体的理解，试图通过挖掘他文本中对

绅士与巫的关系之论述，来看他的文化论的基本特征。这也是过去对他的文
本考察不够重视的地方。本文将通过对他这些论述的重新理解，来寻找他的
汉人社区研究和民族研究两块内容之间的学术关联。其中，史禄国的 ethnos
理论是本文想要重点讨论的一个角度。
关键词:费孝通 知识分子 ethnos 文化心史

我现在有了“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觉，但还在船上做事情。
中国正在走一条现代化的路，不是学外国，而要自己找出来。我为
找这条路子所做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做“文化自觉”这篇文章。
“五四”这一代知识分子生命快过完了，句号画在什么地方，确实
是个问题。我想通过我个人画的句号，把这一代知识分子带进
“文化自觉”这个大题目里去。这是我要过的最后一重山。

———费孝通(转引自张冠生，2000:645 － 646)

晚年费孝通的“文化自觉”是由对自己的反思开始的。从他不断
回顾的几位老师———吴文藻、派克(Robert E. Park)、史禄国(Sergei M.
Shirokogoroff)和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便可以看到他早
年从北京到英国这一段国内外求学的经历构成了他最主要的学术给

养。一方面，吴文藻带领下的“燕京学派”本身已是融合英美学派的产
物，为费孝通提供了社会科学研究最基本的工具———文化理论，这使他
对文化的价值或精神层面尤其重视;另一方面，史禄国以 ethnos理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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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的欧陆派民族学使他关注不同文化和民族在历史变迁中的相互关

系，同时他在大瑶山开展的第一次人类学田野，也使他对汉人和少数民

族之间不同的文化特点留下深刻印象。费孝通后来的学术道路与这两
方面的影响有密切关系，只是可能连他自己在当时都未曾清晰地意识

到。在汉人研究中，由早年对江村的研究，他引出了对绅士在现代化转
型中的政治经济作用，以及历史上皇权与绅权“双轨”结构的探讨;而
在民族地区，他在 1950 年代的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中注意到土司、头人
和巫师。面对“乡土中国”的礼治社会和民族地区的宗教仪式并存的
历史与现实，他开始探索这两者背后的历史联系及其成因。
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史禄国的 ethnos 理论是奠定费孝通后来思

考方向的一个重要因素，促使他无论在汉人社区还是在民族地区都会

下意识地关注它们的文化精神寄托所在。因此，他最初关注绅士和后
来讨论土司、巫师两者之间有内在的学术理路，而这一理路是可以从他
的文本中寻找到依据和线索的。后来费孝通将这个 ethnos粗线条地勾
画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图景。他认为 ethnos 表达的汉与非
汉民族之间混融的历史动态过程实际隐含了更深层的含义，即在具体

的政治、经济、军事关系背后，存在着不同民族的“知识分子”①依据对
各自民族历史文化的掌握来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对这个问题的讨论
构成“文化自觉”的实质内容。正如他所言，“全球化过程中的‘文化自
觉’指的就是世界范围内文化关系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建立，指的就是
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和而不同’的文化关系研究”(费孝通，2004 /2000:
222 － 223)。也就是说，汉人社区研究和少数民族研究作为费孝通一
生学术的两个主要部分，背后有文化学研究和 ethnos理论的共同关联。
随着学术经历和成长，他对这两个部分之间关系的思考也不断推进，最

终呈现为他在晚年强调的知识分子心态的历史研究。
为推动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本文将依据费孝通的人生经历，先后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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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费孝通的理解中，“知识分子”是一个含义较宽的用法，早期指的是“文字造下的阶级”
(费孝通，1999 /1948a:479)，主要包括士大夫、绅士，以及与之有接续关系的现代知识分
子。在无文字的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在 1950 年代的民族调查中，费孝通找到了掌握当
地社会知识和权力的土司、巫师等特殊的“知识分子”(费孝通，1999 /1951:258 － 309)，
到晚年则明确提出，“各国都有自己的思想家”，“新的孔子必须是不仅懂得本民族的人，
同时又懂得其他民族、宗教的人。他要从高一层的心态关系去理解民族与民族、宗教与
宗教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费孝通，1999 /1992:298)。也就是说，他所理解的“知识分
子”实际指的是本民族文化精神的承担者。



理他继承自“燕京学派”和史禄国的学术思想，以此探讨其变革中国社
会的出发点和知识分子研究在其学术思想中的位置，继而关注费孝通

晚年思想的转折，讨论他对知识分子研究的反思对我们今天的启发。

一、“燕京学派”理论的一个重要层次:文化论

1930 年至 1936 年 9 月离沪去英的这段时间，费孝通大多在北京
度过，先是在燕京大学师从学界新秀吴文藻学习社会学，后到清华大学

著名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那里求学。到英国以后，他投身另一位人类
学大师马林诺夫斯基门下，1938 年学成归国旋即开展内地农村调查。
在费孝通跟随马林诺夫斯基的两年时间里，从他当时与燕大同学的通

信及其回忆文章中可以看到，他受英国“左派”影响颇深①，在博士论文
中一度热衷于引述工党思想导师托尼(R. H. Tawney)的论著。但是，
他一直保持着对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警惕，最终没有投向“左派”，觉
得“在这年头，‘左’、‘右’都似有出路，又似乎都不是去处”(费孝通，
1999 /1937a:531)。他对思想与社会关系的思考更多赞同于曼海姆
(Karl Mannheim)，认为“曼氏是要修改康德式静态的、绝对的、纯粹的
知识论，要修改数量的、行为的社会学，要修改马克思片面的、部分的意
态论，而创立一个综合的、价值的、相关的研究思想的方法”(费孝通，
1999 /1937a:529 － 530)。而他对曼海姆的关注，与他的老师吴文藻对
德国社会学的引介有密切关系。
作为费孝通的社会学启蒙导师，吴文藻不仅为他铺垫了后来的留

学道路，更为社会学“中国化”奠定了基础(林耀华等，1990:341)。从
1929 年进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学开始，吴文藻便开始探索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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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费孝通回忆道:“提起这个学校(伦敦经济政治学院)，老一辈的英国绅士们要摇头的，认
为有点‘左倾’。这当然完全和事实不符，因为它正是一个社会改良主义的大本营……
到了 19 世纪末年，一些参加工人运动的知识分子，最著名的如韦柏夫妇、萧伯纳、威尔斯
等人组织了费边社，主张为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办高等学校。费边社是一个社会改良主
义的团体，反对马克思主义，妄想通过合法斗争，实现‘社会主义’。他们所办的学校就
是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曾培养出许多工党的骨干，工人贵族”(费孝通，1999 /1962:102 －
103)。这篇文章写于 1962 年，由于当时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费孝通所说的“左倾”指的
是激进的革命主张，而他所描述的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是英国左派政党工党大本营，并在

二战后推动英国“国有化”运动。



中国研究的可能。已有不少研究指出，他在综合比较法国、美国、德国、
英国社会学人类学前沿的基础上，最终选择了以英国社会人类学功能

学派理论作为理论主体，以社区研究为主要方法开创中国社会学的新

时代(林耀华等，1990:342 － 343)。但实际上，吴文藻的社会学取径是
文化学的，而且是将功能学派和德美文化理论综合在一起。他在 1935
年的一篇文章中明确谈道:“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功能学派社会人类
学有两个特点:一、功能人类学与文化社会学在理论上的关系最为密
切;二、功能观点与社区观点在实地研究的方法上，完全相同”①(吴文
藻，1990 /1935:122)。吴文藻曾从学于博厄斯(Franz Boas)，对“文化”
概念及其理论发展并不陌生，是故他以“文化”为理论基础对西方社会
理论进行的综合，在讲求文化的实用功能的同时，也为文化理论本身强

调的“精神”留下了位置。
1932 年，吴文藻邀请美国芝加哥学派的派克(Robert Park)到燕大
讲学;稍晚些时期，他开始投入大量精力梳理德国社会学理论(吴文

藻，1990 /1934:85)。派克的人文区位学中有一部分属于心理学的内容
是来自德国学派的，吴文藻后来会去梳理德国社会学理论也可能与这

个启发有关。② 而派克的讲课也给费孝通留下极深刻的印象，费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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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当时，法国涂尔干和莫斯的比较社会学正因为莫斯的缘故逐渐倾向民族学，轻实地工作

而侧重档案与史料，这种颇具“复古主义”色彩的研究为吴文藻所不喜，反之，他对德国
文化社会学大为赞赏。他说:“德国的社会学，有一部分是由其他社会科学转变而成的，
在文化的比较研究上，占一极重要的地位。文化社会学派的泰斗，如韦伯兄弟(Max We-
ber与 Alfred Weber)的工作，成绩最著。而马克斯·韦伯对于经济及宗教制度的变焦研
究，尤为重大的贡献。民族心理学派则自冯德(W. Wundt)、维尔康特(A. Vierkandt)以
来，都是以心理历程为根据，来对语言、风俗、信仰及社会组织，作系统的解释。世人常以
汤乌德(R. Thernwald)为此派的现今代表，因为他的‘功能社会学’是由民族心理学退化
出来的”。此外在他眼中，英国社会学以社会制度的比较研究和继嗣制度研究为基础理
论，但并未能在西方学术界获得独立地位;美国社会学则因博厄斯学派文化人类学的影

响，而有文化社会学派之兴起，在学术界上大增声色(吴文藻，1990 /1935:124 － 125)。
在吴文藻看来，派克的城市区位学与德国学术密切相关，其学说由五个主要部分组成:1.
人格—文化，研究人类本性，以汤麦史(William I. Thomas)的愿望、态度与价值论为中心。
2. 共生—协和，研究社区与社会，隔绝与交通，距离与亲密等，后来成为发展都市学与人
文区位学的张本。3. 社会化(或交感互动)，分析社会历程，包括竞争、冲突、顺应与同化
诸实在历程，以德国系统社会学学派始祖齐美尔(Georg Simmel)的交感互动说为骨干，而
形成芝加哥派所论社会学上的中心问题。4. 集合行为(或集合行动)，属于集合心理学
的范围，内容有群众运动、社会运动以及政治运动(各种群众举其较著者，如帮会与秘密
结社、如宗派与政党)，乃至公众与舆论，民间公道与政治历程等。5. “文物”制度，以孙
末楠(William Graham Sumner)的制度观念为出发点而稍加申释，如用“神圣的”与“世俗
的”两种流行概念，来分析道德境界与政治境界的历程。这五个部分都以精神或价值研
究为导向，第二部分则偏重研究方法(见吴文藻，2002 /1934:13 － 14)。



随即写了“派克及季亭史二家社会学学说几个根本的分歧点”一文进
行讨论，认为派克在社会心理学上的研究超过了季亭史(Franklin Hen-
ry Giddings)以个体心理对外界“刺激 －反应”模式的局限，提出了一种
“刺激 －社会态度 －反应”的模式(费孝通，2002 /1933:143 － 170)。①

这个模式不仅要在个体与社会之间找到一个调节平衡的“阀门”，而且
要在自然与文化之间找到一个沟通的平台———如费孝通所说，派克是
在斯宾塞和齐美尔之间的人物，没有滑向极端的自然主义或文化主义，

亦没有滑向涂尔干的强社会论，而是持一种关系动态论。② 这种奠定
于互动关系基础上的理论设想实为吴文藻和费孝通共同的出发点。
吴文藻从派克的人文区位学中延伸出的一个主要看法，是确定中

国这个大社区的基本特点，他通过一种简单的文化比较方式，将中国人

的民族性格描述成安土重迁、宗法主义、不思变革(吴文藻，2002 /
1934:13 － 14)。可以看到，这与费孝通后来在《乡土中国》中所描述的
乡土社会特点相差无几。这一论述延续了滕尼斯(Ferdinand Tnnies)
有关自然社会与人为社会的区分，不过，在滕尼斯那里，自然社会代表

了一种有机联系的、有强烈共同道德感的美好社会，而在吴文藻这里则
是保守落后的体现。吴文藻明确指出，滕尼斯的二分法是在文明论意
义上的，不能作为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吴文藻，1990 /1934:90)。在具
体研究中，应以“社区”为入手点(吴文藻，2002 /1934:15)。因此，“社
区”被视为文化研究的单位来加以运用。中国研究的第一步是先划定
一块文化区域，比如乡村社会、都市社会、部落社会，再从中划出更小的
进行实地调查的社区范围(吴文藻，2002 /1934:16)。吴文藻虽然并不
强调区域是否有严格清晰的边界，但他无疑是将目光聚焦在这一区域

范围内部，而忽略了社区与外部，包括社区与社区之间的联系。在费孝
通的《江村经济》中，这种聚焦更进一步浓缩为对一个村落的微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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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季亭史，又译“吉丁斯”，他的社会学学说早在 1902 年即被章太炎引介到中国，被章氏等
人借以抨击斯宾塞进化论中的功利主义;到 1906 年前后，达尔文和斯宾塞的理论受到的
学界批评日益增多，其影响力很快陷入低潮，心理社会学占了上风(姚纯安，2006:53 －
60、136 － 139)。
费孝通所说的“关系”来自德国形式社会学齐美尔一脉，吴文藻梳理的冯维史社会学亦
属同源。所谓“关系”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由此结成的关系的形态便是形式
社会学所说的“形式”( form)。这些形式作为行为表现的范畴(categories)存在，本身便凝
结了某些意识倾向，而其内容(content)则是经过这些形式构成社会生活的各种具体事物
(参见费孝通，2002 /1933:166)。



察，把这个点视为时空的极度浓缩。尽管费孝通承认，村庄并非一个隔
绝的、自给自足的单位，而早已是世界体系中的一部分，但这些社区内
外的关系体系依旧不是他写作的重点(费孝通，2001 /1939:25 － 26)。
值得一提的是，吴文藻虽然对文化社会学有所借鉴，但他的重点并

没有放在知识分子研究上，而是更侧重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因而他有

意从派克那里建立社区研究的方法论基础。也因此，他对芝加哥学派
的城市社会学引介出现了一个倾斜，使其城市研究的色彩被大大淡化，

为后来社区研究在农村研究的扩散埋下伏笔(王铭铭，2003:1 － 33)。
与吴文藻不同的是，费孝通似乎对派克提倡的 life history 个案研究更
感兴趣。派克认为，“我们所生活的社会，最后还是一道德的秩序。在
这道德的秩序中，个人的地位以及他对于自己的认识———他人格的中
心———是被决于别人的态度和团体所维持的标准。在这种社会中，个
人成了 Person”(费孝通，2002 /1933:163)。因此地理、职业以及其他决
定人口分布的因素，因与 Person 的地位或团体身份相结合，才在社会
学研究中变得重要，但是社会学最宝贵的却是“忏悔录式的个人自
述”，也即从个人一生体现的观念及其变化，这是集体性的(费孝通，
2002 /1933:164)。费孝通深以为然。他将这个视角和社区研究结合起
来讨论社会变迁问题，便将对一个人物一生的整体研究转化成对具体

时空中的文化接触研究，简而言之，比如，乡村社区研究就要看乡村之

外的人到乡村中如何改变了当地的生活方式(费孝通，1999 /1933:118
－ 119)。更进一步说，是通过考察新的知识观念在乡村中的实践，来
看思想与社会的对话关系，而这一点后来主要是通过他的知识分子研

究来落实的。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变革问题成为他研究文化的入手点，
但远非他的全部。他对知识分子问题的关注与他姐姐费达生有关，同
时也与梁漱溟当时提倡的乡村建设运动有关。1933 年他从燕京大学
毕业时，梁漱溟曾邀请他赴山东邹平参加乡村建设运动，但是他似乎并

没有真正参与此事，因为在同一年他就到清华读研究生去了(阿古什，

2006 /1981:29)。从后来《江村经济》的研究可以看到，费孝通当时感
兴趣的是观察知识分子到乡村中的制度改革，而不是像梁漱溟那样亲

自到乡村中开展以教育为基础的乡村变革运动。
借助派克这个平台，吴文藻及其学生在讨论中初步建立了燕京学

派的理论取向和方法论，但同时吴文藻也意识到作为理论核心的“文
化”概念与历史臆测关联太紧，当他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博厄斯学派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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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在面对这一理论困境。因此，对“文化”概念的运用需要重新理解;
这中间有一个过程。1932 年吴文藻介绍文化人类学理论流变的时候，
开始注意到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主义，不过此时他并未推崇功能学派

(吴文藻，1990 /1932:68)。1935 年他的观点有明显变化，不仅请拉德
克利夫 －布朗(A. R. Radcliff － Brown)来燕京讲学，还连续撰文提倡功
能主义。尽管拉德克利夫 －布朗的结构功能主义和马林诺夫斯基的功
能主义很不一样，前者强调每个部分对于整体的作用，犹如器官对于整

个生物体的作用，后者关注的是诸多外在于个体的作用关系之集合，但

是吴文藻似乎不太重视这一差别。继而他在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论中
找到了重新理解“文化”的方式，就是把这诸多关系归入三个不同层
面———物质、社会(历史)和精神，也即“文化三因子”说。①

根据“文化三因子”说，吴文藻将其与梁漱溟的文化三分法相对
照，认为“梁先生视文化为人类生活的三方面，足见其见识精确。只可
惜是从价值观点来分类，所以他把次序弄颠倒了。如果从事实观点来
分类，便应把精神生活方面放在第三，把物质生活方面放在第一。这样
与我们的见解完全相同”(吴文藻，1990 /1938:248:注 5)。②

这个“颠倒”意义重大，它意味着社会科学研究是要从经验进而历
史，进而到文化或民族精神;而民族精神在当时的研究阶段是存而不论

的。因为社区研究并不仅仅是物质状况的调查，“社会学家考察一社
区时，除了描写经济生活和技术制度之外，还要关心民风，礼俗，典章，

制度，以及民族的精神和理想”，而“有重大价值的社会学研究，必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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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吴文藻认为马氏“文化论”代表了“最彻底的经验上的文化分类法”，是任何实地研究和
分析最完善的“据为参考的‘概念格局’”，“马氏首先肯定了文化上的三个基本事实，即
是:(1)物质底层，(2)社会组织，(3)语言。但是在他的文化论中，却又述及‘文化的精
神方面’，与前三者并举，当作文化的四个基本因子。所以我们在表格内稍加修改，以求
符合”。这个修改是将此“文化三因子”调整为:物质底层(包括环境、工具、建筑、服饰
等)、社会组织(包括家族、宗亲、团体、会社等)和精神生活(包括语言、文字等)。吴文藻
又用博厄斯的文化概念与之相核对，认为“这与马氏的三分法巧合:顺应自然正与物质底
层相当，个人关系正与社会组织相当，主观行为正与精神生活相当。这三分法目前在学
术上甚为流行，中西所见略同”(参见吴文藻，1990 /1938:194 － 227)。
吴文藻(1990 /1938:215 － 216)还根据这种文化三分法，历数清末以来国内思想界应对世
变的主流方略及其短处，认为:第一期是对文化的物质层有了认识，以张之洞的“中体西
用”为代表;第二期是对文化的社会层有了认识，从制度上感觉不足，因而注意到社会部
分的变法维新;第三期是对文化的精神层有了认识，注意到语文的改进渐及心理态度和

文化价值的重新估定，如梁漱溟则专从精神来讲;另外还有陈独秀辈受了马克思派唯物

史观的影响，专从物质底层来看;上述这些观点都各偏一面，顾不到文化全体。



一个时间上的研究……例如我们研究眼前中国某一区内的亲族制度，
我们决不能忽略了这制度在过去数千年来发展的大势，也不能漠视这

制度在该社区内有关历史地理背景的题材”(吴文藻，1999 /1936:486
－ 488)。也就是说，在吴文藻看来，理想的社会科学研究应包含了人
与自然、社会以及自我各种关系的综合，但它的进路只能从经验起步，
一层层往上走。
综观费孝通一生的学术研究，似乎并未越出这条道路。他的社区

研究始终以制度为导向，虽然在民族研究方面初步触及到历史层次，对

于精神层次的研究一直关注但其实没有充分展开。晚年他回到文化史
研究中试图对后者有所推进，又重读梁漱溟，希望能从不同文化观念的

对话中去理解文化的历史与现实①，这中间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
吴文藻当时对梁漱溟的否定，自有他对学科定位、社会客观环境和时代
变迁的种种考虑;而费孝通在这迂回进路中或许不乏矛盾之情，无论外

因如何，其中一个关键原因可能还是与他的燕京学派的学术给养密不

可分。
对于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论”，费孝通似乎有双重心态，一方面

对功能学派庸俗的实用主义感到不以为然，觉得“如马氏所谓:我们的
理论不在道破宇宙之秘，只是帮你多看见一些切用的事实，‘理论无非
工具’的说法从此而来。在讨论文化变迁时他的态度更是显然，他没
有老派克气魄大，当然更赶不上史禄国……近人切理是功能派的骨子，
也正合了英国人的胃口……只有在中年人的眼里，世界是有条理的，连
巫术都有功能。只有在商人的手里，螺壳都有用处……我在英国人的
社会中总是逼得慌，郁涩得厉害，不畅快，可是我也羡慕他们对付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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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988 年，费孝通在“论梁漱溟先生的文化观”一文中，将梁漱溟的文化体系论和美国文化
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的文化人格论并置讨论，认为两人的思想都是第一
次世界大战后的产物，都是整体加特点的文化观。所不同的是，“梁先生是从对人生应采
取什么态度的伦理问题上起步的”，他把中、印、西三种文明放在一个更大的发展序列中，
认为人类最后要落实到肯定人生、调节欲望的儒家文化。而本尼迪克特“不像梁老先生
一样从人生态度上去寻找根源，而从人的心理基础上找原因”。与吴文藻所论相近，费孝
通也认为梁漱溟的文化论是中国思想界经历了“中体西用”、“中西各自为体用一致的文
明体”阶段后的产物，“梁先生认为中西文化的区别是体系之区别。他进一步探索区别
的关键而发现了不同的人生态度……梁先生这种从哲学入手归结到儒家的复兴论，尽管
在其本质是属于全面接受西方文明才能回到儒家的人生态度的迂回战略，但是由于表面

上被视为为儒家辩护，难于为反传统思潮所接受而不得不退居冷宫”(费孝通，1999 /
1988:337 － 342)。



那样游刃有余……也许我们应当从‘理由强’的追求，改变到‘能实用’
的标准上去。不在天衣无缝，而在过得过冬天”(费孝通，1999 /1937b:
511)。可见费孝通内心将功能学派视为时势之下的选择，但却未必是
他心目中真正的学术理想。另一方面，他又对马氏“文化论”发展到后
期的“文化变迁三项法”颇感兴趣。这“三项法”简单说来即“外来势
力”、“接触中的事实”和“还活着的历史”，而且这三项是可以在同一社
区中观察到的(费孝通，1999 /1937c:505)。这正符合他对派克的 life
history和社区研究结合的设想，并且提供了入手研究的工具。
在费孝通晚年，英国人类学家利奇(Edmund Leach)的一个提问促

使他再度回到马氏文化论;这个问题是:从村落社区研究何以能见整体

的中国? 从 1990 年到 1996 年费孝通写了许多文章不断思考这一问
题，先是用“类型比较”，后来讲“人文世界”，开始承认社区未必能够作
为文化研究的适当单位，要求得对中国的整体认识，应去探讨马林诺夫

斯基主张的人文世界的共相(费孝通，2004 /1995:64 － 70)。这些共相
便是人类与自然和社会相处的方式，例如在太平洋小岛上的土人依赖

巫术培育园圃，他们同时也知道农耕的技术及气象征候;现代都市里的

科技发达，然而人们也还要烧香求佛，不同文化知识体系表现的特点似

乎不同，但是在其组成的部分上却是一致的(费孝通，2004 /1995:69)。
换句话说，人类不是宇宙的孤独造物，他总是身处在一个包容他的世界

之中，没有一个民族文化深处不带有对这个世界的整体关怀。
有的研究认为，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试图修正马林诺夫斯基的

功能主义，将其从生物需要的出发点修改为社会与个人生物需要的双

重合力(沈关宝，2007:27 － 38);也有研究认为，费孝通的方法论其实
并非功能主义( functionalism)而是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的(金光亿，
2007:12 － 15)。这些讨论可能都忽略了两点，一是费孝通对价值与道
德的重视实际是与他的强调制度变革相应而生的;①二是他在晚年对

文化论的再阅读，以及对《江村经济》的反思表明，他逐渐放弃了对制
度变革的强调，而把对道德的讨论推向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且试图从

这个层面讨论汉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的沟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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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谈道，“我常觉得把‘生存’作为人类最终的价值是不太确切的。
人类如果和其他动植物有不同的地方，最重要的，在我看来，就在人在生存之外找到了若

干价值标准，所谓真善美之类”(费孝通，1998 /1947: 84)。



二、从 ethnos看“乡土中国”:绅士与伦理

费孝通说:“我一生有两篇文章都是在 30 年代写起，至今还没有
写完……第一篇《少数民族的社会调查》文章没有做完……第二篇《中
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文章没有写完”(费孝通，1999 /1984:533 － 534)。
这第一篇文章指的是 1935 年他和妻子王同惠赴广西大瑶山调查，后因
事故中断，所以他说“没有做完”。第二篇文章是指继瑶山调查之后，
他回家乡休养的时候做了江村调查，并根据这次调查写作了《江村经
济》，1957 年他又去了一次江村，不过《重访江村》还没发表完他就被划
成右派，所以这篇文章也是仅仅开了头而没写完。他所说的两篇文章
其实只有合成一篇来看才完整。原因在于，费孝通的第一次田野是在
民族地区开展的，从那时候开始，他切身体会到中国所继承的帝国时代

的遗产正是由汉与非汉民族共同构成的，离开了哪一方都残缺不全。
而更重要的是，在我看来，这一次未完成的田野使史禄国的 ethnos理论
从此在他心中扎下了根，不断推动他在后来的经验研究中去思考知识

分子的问题。
费孝通对 ethnos的最初理解是指族团之间分合关系的变化历程，

其中族团是以文化、语言、团体意识以及内婚范围为基础形成的团体，
它们永远处在变迁之中，而它们的变迁又是以族团间的关系为枢纽的

(费孝通，1999 /1936:468)。从花篮瑶的研究开始，费孝通已经将 eth-
nos分解成两股线索，一股是汉人与少数民族，另一股则是以汉人为主
体的华夏与西方。① 对费孝通而言，在民族地区，ethnos 呈现出的问题
是从帝国转变为多民族国家;在汉人社区，则呈现为乡土中国的现代化

转型。后者在他心目中较为优先。在汉人社会，他认为知识分子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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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费孝通认为，历史上瑶汉关系并非总是紧张对抗的，经过最初的冲突而迁徙之后，瑶人定
居瑶山几百年来与汉人形成了调适的关系。在此期间，双方的合作多于冲突，因合作则
有了经济往来和语言文字学习的必要。然而近百年来，汉人由于外族压力增大而发生了
强烈的向心力，开始对周围的非汉族团采取强烈的同化措施，其手段一方面是行政上的

“编户”，另一方面是文化上的“教育”。面对这些同化的压力，各瑶人族团有不同的反
应，一方面因经济地位的差异产生的向心动向，有可能形成“长毛瑶族”(地主)及“过山
瑶族”(佃户)，另一方面如果汉族施加的压力增大，他们又可能共同形成一个“瑶族”(参
见费孝通，1999 /1936:469 － 476)。可见，在谈少数民族的时候，费孝通是从汉人和少数
民族的关系来看，而在谈汉人的时候，则是从西方和中国的关系来看。



文化精神的承担者也承担了文化接触的各种关系之合力，因而能把握

历史变迁的方向。而他笔下最早的知识分子个案即推广乡土工业的姐
姐费达生。《江村经济》这本书写的其实就是费达生。
早在 1932 年，费孝通便以费达生的口吻写作了“提倡小规模制丝

合作社”(林祥主编，2003:185)①，1934 年又写作长文“复兴丝业的先
声”对此项事业进行倡导和讨论。他对丝业的理解首先是制度上的;
其次，这种制度并非来自外部的技术移植，而是从乡村内部生长起来的

传统复兴与现代化的接续，他引用陶希圣的观点，认为丝业作为农村的

副业，是农村抵抗经济破产的最后防线;其三，由于农村信用的贫乏，乡

土工业同时必须有国家或地方的公共机关承担具体的经济责任，随着

其规模扩大将有可能造就一种新的国家经济统制制度。再者，单从政
治来建设中国不可取，而从制度入手除了上述条件则还有赖于对民众

的教育(费孝通，1999 /1934:240 － 248)。1936 年费孝通到这个村子养
伤期间顺带进行了调查，在此基础上完成了《江村经济》一书。上述四
个观点在《江村经济》中得到一进步提炼，但是这时，费达生的乡土工
业已经出现了危机。

1923 年，费达生从日本东京高等蚕丝学校制丝科毕业回国，次年
到吴江庙港乡开弦弓村建立蚕业指导所，1929 年又成立了生丝精制运
销合作社(邱泽奇，2004:13 － 14)。为使这个工厂能够在农村扎下根，
费达生等人想方设法对缫丝机器等进行技术革新，直到 1935 年方宣告
技术改革成功。实际上从 1929 － 1935 年间合作工厂一直负债运行，仅
1929 年当年的利润勉强能与资产负债持平，从 1930 年开始即利润剧
降，不仅无力还贷而且还遭遇社员积极性减退等诸多问题(费孝通，

2001 /1939:192)。也就是说，在费孝通开始关注开弦弓的时候，费达生
的乡土工业试验已处在两难中:一方面由于 1928 － 1934 年间国民政府
不断加大对蚕业的财政投入，江苏省政府尤其积极助力，促使开弦弓原

来的技术推广活动如滚雪球般不断膨胀(费孝通，2001 /1939:193 －
194);另一方面合作工厂并没有给乡村带来更多的利益和改善，没有
形成有效的团结地方的机制，反而进一步推动乡村人口外流，正与改革

者创办合作工厂的初衷相反(费孝通，2001 /1939:197)。简言之，乡土
工业单靠制度和技术立不住。费孝通认为改革者通过引进科学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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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该文原刊于 1932 年《国际贸易导报》卷四，第 6 号，但未收入《费孝通文集》，可能已佚。



技术和组织以合作为原则的新工业来复兴乡村经济的思路，实际是趋

向社会主义的思想，它并没有充分考虑乡土社会的特点。①

在费孝通的理解中，中国传统经济结构是一种“农工混合的乡土
经济”(费孝通，2001 /1939:172 － 176、238;甘阳，1994)。这种农工混
合的经济形式不仅是经济关系和社会结构关系体，还包括了地主与佃

户、乡绅与农民在传统社会伦理中的相互义务，这才是费孝通所关注的
乡土社会的本质特征———它是一个筑基于礼法与人情关系上的团体。
这种伦理关系的主体是儒家提倡的伦常观念，费孝通认为它是基于农

业生产而产生的眷恋乡土的情感意识(费孝通，1998 /1947:6 － 11)。
虽然《江村经济》和《乡土中国》分别成书于 1938 和 1948 年，前后相隔
10 年，但实际上它们是一体两面。在写作《江村经济》之时，“乡土中
国”虽然还没有作为一种概念提出，但是“乡土中国”所包含的社会伦
理意涵在《江村经济》中却随处可见。如果说《江村经济》侧重讨论中
国式的资本主义制度变革，那么《乡土中国》则在探讨与之相匹配的社
会道德。有了乡土意识的羁绊，费孝通的乡村工业设想才有了保障。
因此，他更要强调这种乡土伦理的现实存在，与其说这是对客观现实的

描绘，不如说是他心态的表达。这亦表明，“江村经济”和“乡土中国”
作为费孝通乡土工业设计的完整规划，揭示出他从制度和伦理的关系

这一角度来探讨中国现代化的问题。
在费孝通的乡村工业设计中，土地是最基本的问题所在，它既牵涉

到乡村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形态，也是“乡土”所指的另一重含义。他在
江村研究中提出了对永佃制和不在地主制的看法，认为恰是永佃制和

不在地主制的相互嵌扣，使绅士与佃农通过土地紧密关联在一起，也使

城镇与乡村之间有了基本的联系纽带。在永佃制中，土地被划分为两
层，即田底和田面，分别由地主和佃户占有，只要是田面的所有者，就能

自行耕种土地。永佃制的真正含义在于村落共同体的存在保护了佃户
的田面权不受田底占有者的干涉，也不会轻易转移给外来户，因此田底

权的流转并不意味着土地流转，由此限制了地权外流(费孝通，2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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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费孝通对社会史论战有许多批评，最基本的是认为社会史研究表面是在用历史思考当下
和未来，其实是用虚构的历史哲学构拟现实(参见费孝通，1999 /1937c:505)。他不仅反
对论战中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社会阶段论，也反对革命理论。虽然他所谓“农工混合的乡
土经济”一说与陶希圣等人对中国社会经济“混合”状态的形容颇为吻合，但是在对待地
主的问题上则反对暴力革命。



1939:162 － 163)。
另一方面，由于不在地主制的影响，大多数地主通过代理人收租，

通常由收租局执行。而永佃制的存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地主可能进行
的强取豪夺，但长远看也使地主的利益得到保证，因为如果佃户拒不交

租被关到监狱里，最终仍要释放他们，否则反而会荒了田地，无人耕种。
而且重要的是，费孝通认为这个制度的存在产生了一种相互的道义责

任，对佃户而言，交租被认为是理所当然，而对地主而言，亦因为传统道

德约束和长远利益考虑会对佃户减免地租，也就是说，双方之间还有一

脉可以商量的人情余地，不是赤裸裸的剥削关系(费孝通，2001 /1939:
164)。也因此，他对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当时的土地政策有所保留 ，
认为平均地权的后果就是彻底破坏了地主和佃户之间的这种道义责

任，更长远的影响是使地主停止对土地的投资，那就彻底中断了农村的

金融血脉，高利贷无非是这诸多因素推动下的畸形恶果(费孝通，

2001 /1939:167)。
在此，费孝通批评陈翰笙的《华南土地问题》把永佃制视为历史遗

存的观点，因为这将推论出消灭永佃制。相形之下，他更赞同英国经济
史学家托尼(R. H. Tawney)的观点。托尼认为，自耕所有制在大城市
附近极不流行，相反在这些城市资本大量流入农业的地区普遍产生了

土地租佃制度，这种租佃关系的产生实际是经济关系商业化的发展所

致———费孝通对此深以为然(费孝通，2001 /1939:163:注 2;1999 /
1945:399 － 340)。不过托尼亦谈到，在这种关系中佃户和地主之间并
非和平相处，在欧洲曾经发生并且仍在发生的农民斗争很可能在中国

出现(费孝通，2001 /1939:163:注 2)。但是对费孝通而言，永佃制本身
产生的对地主和佃户双方的约制已经给解决这个危机留下了一线希

望，而乡村工业的推动则能更根本地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
在费孝通就读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期间，托尼亦在此教学———作为

英国工党的思想导师，他的经济伦理学在这所工党学院中的影响可想

而知。费孝通常爱征引的是他在 1932 年出版的《中国的土地和劳动》
(Land and Labour in China)①，此书自然是当时与中国研究最直接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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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费孝通曾受到托尼经济伦理学的不少影响，他在后来云南三村的研究中还称赞托尼的这
本书是关于中国农村社区经济生活“这一研究领域中最好的一本书”(费孝通，1999 /
1945:392)。



的论著，不过托尼最著名的研究是关于宗教与资本主义兴起的讨论。
托尼所关注的是英国重商主义影响下以自由个人主义为基础的社会

观，这种观念以道德自主、享有权利和拥有财产的个人作为一切社会秩
序观念的源泉，它以个人为单位整合自然法与理性秩序(神意)，从而

否定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责任和义务，也否定了社会共同体的存在基

础(塞利格曼，2006 /1998:8 － 15)。托尼认为，这种个人主义的出现正
是近代欧洲政治和社会信念中发生的重大改变，路德宗教改革打破了

基督教的团体原则，其后果是进一步助长了这种个人主义;而资本主义

的本质是对经济利益的无限追求，在根本上背离了基督教哲学中道德

原则高于经济欲望这一核心，基督教思想改革的本意试图以一种实践

伦理学式的社会理论挽救社会，但在它世俗化的过程中也失去了建筑

更高的社会价值原则的可能(托尼，2006 /1998:167 － 173)。
费孝通对制度与伦理问题的思考可以说在这些方面比较接近托

尼;托尼对宗教整合社会共同体的强调，正与费孝通对乡土伦理的关注

出发点一致。但是与基督教世俗化的潜在危机不同的是，在费孝通看
来，乡土社会的礼法本来便是以世俗社会为出发点，必然要在其中对人

的欲望做出安排，“在乡土社会中欲望经了文化的陶冶可以作为行为
的指导，结果是印合于生存的条件”;由于“乡土社会环境不很变，因之
文化变迁的速率也慢，人们有时间可以从容地做盲目的试验，错误所引

起的损失不会是致命的”，但是，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对于乡土社会的精
神却是非常有害的(费孝通，1998 /1947:85)。是故，费孝通的乡土工
业设计一方面要由新绅士进行引导———他们对乡土社会有熟悉感，
且负有教化之职，能够减小变革的阻力;另一方面在更高一级的生产

中心城镇则需要中央政府的调控力量，以应对世界贸易体系带来的

风险。
从江村研究之后直至 1940 年代后期，由于战争所迫，包括费孝通

在内的一大批知识分子聚集在中国西南。费孝通主持着云南大学和燕
京大学合办的一个小小的社会学研究工作站，继续他的内地农村调查。
他认为抗战初期的征兵和公共建筑①曾一时减少了农村人口的压力，

但是很快，养活这批充军人口成为农民又一个沉重负担，农村的繁荣不

过昙花一现。与当时各种平均地权、鼓励生育的观点不同，费孝通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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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费孝通这里所说的“公共建筑”指的是国民政府兴办工厂和修筑公路等举措。



发展乡土工业和消极地节制生育，以使土地供养的平均数降低，社会负

担得到减轻(费孝通，1999 /1946a:185)。云南农村的调查和这些频繁
的辩论更坚定了他在《江村经济》中的基本观点。与此同时，他的眼光
并不局限于国内的经济建设，他还热切关注人类世界的前途。战争的
激化，太平洋战场的触发、原子弹的使用等，都使他对极权主义的意识
形态和社会组织有着深深的警惕。他看到在人类现代化的技术发展
到前所未有的顶峰之时，这种文化自身也携带着灭亡的恶魔，而正是

由于技术强大的力量，今日极权主义的威胁远比历史上它的任何一

次出现都要严重。他认为“若是在现代世界上出现了一个独占武器
的秦始皇国，他的百世大业，要用武力把它推翻，恐怕不是件二世以

内可以做得到的事了”(费孝通，1999 /1946b:289)。与这些思考相
关，费孝通对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如何对抗极权主义产生了进一步

探讨的兴趣。
大约在 1948 年前后，费孝通曾经考虑过从实地调查转向历史研究

与实地研究相结合，为此他召集了一个讨论班，和吴晗等历史学家一起

对历史上的中国社会结构进行探讨。作为这次讨论的结果，费孝通写
了三篇重要的文章“论绅士”、“论‘知识阶级’”和“论师儒”。相比历
史学家对史料的熟稔，费孝通的论述显得粗疏，他更关注的是绅士在传

统观念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在“论绅士”中，费孝通指出，封建制度
的渐渐废弛在秦末出现了一个重要变化，即皇帝不再专属一姓，万世一

系，但专制皇权并没有在政权的转移中发生任何性质的改变，也就是

说，皇帝成为宗法约束之外的一个位子或符号。这个变化实际在秦的
法家变法时已经酝酿，原来“封建制度中，政权并不集中在最高的王的
手上。这是个一层层重叠着的权力金字塔，每个贵族都分享着一部分
权力。王奈何不得侯，侯也奈何不得公，一直到士，都是如此”，而大一
统皇权出现了以后，“皇帝是政权的独占者”，“贵族是统治者的家门，
官僚是统治者的臣仆”;那么，“当大一统局面形成之前，曾有些人认真
地想建立一个富有效率的行政机构，这是法家”(费孝通，1999 /1948b:
466 － 470)。法家的实验是想把一切人都收束到法律之内，但是这个
从宗法制中“解放”出来的皇帝，却没有被如愿收入法律之中;不同于
法家的失败，孔孟老庄的合作则是要“软禁皇权”，并且在后来的政治
实践中取得不少成功(费孝通，1999 /1948b:470)。在朝的官僚即大夫
士组成了一个消极的行政机构，而在野的绅士则大多把持了地方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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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知识阶级’”一文中，费孝通强调，无论是“大夫”还是“士”还是
两者结合，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并不是掌握政权的人;政道合一的王道是

知识分子的理想，但事实上已经不可能，只能退而求其次，素王孔子和

皇权并行天下，更确切地说，是上下分治的天下(费孝通，1999 /1948a:
479)。
在发表“论绅士”一文的同时，费孝通又写作了“基层行政的僵

化”、“再论双轨政治”等文章(后来收录在《乡土重建》一书中)，明确
提出了皇权与绅权的“双轨”政治结构。其含义是，皇权与官僚行政体
系结成一个自上而下的轨道，绅士和地方自治团体构成了另一重自下

而上的轨道;后者加上政治哲学中的无为主义，构成了专制政治的两重

防线(费孝通，1999 /1948c:336 － 340)。这两重轨道是平行的而非上
下联通的两橛，因为绅士可以通过一切社会关系:亲戚、同乡、同年等
等，把压力透到上层，一直可以到皇帝本人(费孝通，1999 /1948c:
340)。也就是说，费孝通所说的上下分治更接近于国家与社会的区
分，而皇权与绅权的双轨则是贯通了国家与社会的两重轨道。他并没
有说地方上就没有皇权的存在，而是说衙门里是皇权的天地，衙门外则

是孔夫子的地盘(费孝通，1999 /1948a:479)。
在费孝通看来，道统和政统永远在相互斗争之中，道统面对政统的

强横，曾有三种可能的出路，一是藏守，二是屈服，三是奉天以制皇权

(1999 /1948d:494)。第一种出路他认为是皇权压迫的现实下绅士不
得已的选择，诸如陶渊明的隐逸，有赖皇权留给的空隙，因此不是最终

的解决办法(费孝通，1999 /1948b:471 － 472);第二种出路诸如公孙弘
之流，出卖了道统，降读书人为附和强权的官吏，其实可鄙(费孝通，

1999 /1948d:496);而第三种则如董仲舒以“灾异说”来约束皇权，在董
氏的设想中，“上是天，中是皇，次是儒，末是民”。费孝通认为，董仲舒
要以师儒来当天的代表，成为牧师或主教，假如再走一步，也许可以走

到宗教的路子上去;但是这在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发生，因为董仲舒的灾

异说挑战了皇权的底线(费孝通，1999 /1948d:495)。对此，有学者指
出，费孝通并没有理解董仲舒的宗教改革是与汉武帝统一宗教的信仰

同步进行的，其失败其实是被中国文明观念结构限制的结果，但是从费

孝通对董仲舒的论述中可以看到，“双轨政治”在这里有了更丰富的内
容，蕴含了对“双轨宗教”的思考，一方面皇帝作为天子可以祭祀上
天，以此确立皇权的神圣性，另一方面是儒生成为解读天道的重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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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之一，并依托这一权威不断规范皇帝的行为与思想。由此，费孝通
实际已经看到，读书人的理想是要成为帝王师，而这几乎在每个皇帝

身上都落实了(张亚辉，2010:109 － 111)。也就是说，绅士除了扮演
皇权与民之间的协调性力量之外，还在天与皇权之间扮演着类似的

角色;知识分子既是帝王师又是帝王臣，围绕皇权的上下等级游动

(张亚辉，2010:110)。
如果我们重新思考前述隐逸的那条道路，可将其理解成为皇帝尊

崇的隐士本身也要依靠这一上下游动的结构才可成立。费孝通最终没
有将隐视为理想的出路，在于他的内心总是热切希望知识分子能有所

作为。如费孝通所说，他之所以对士大夫的政治意识感兴趣，是因为他
想探讨历史上中国为何没有产生民主政府(费孝通，1999 /1948d:
485)。① 他并非要提倡重振绅权，而是要理解历史上留下的观念能否
为今天所用，双轨体系或许可以对制约集权有所帮助。他进而提出一
个严峻的问题:一旦我们制度上失去建设双轨的可能，那么知识分子是

否就应放弃这种追求?② 这个时候的费孝通仍然对制度建设怀抱希

望，但更为明显的是，他内心对道统的坚持始终都没有放弃过。
费孝通在 1948 年的研究转向带着极大的理论雄心，他几乎是要将

经验研究、历史研究和文化精神的研究综合在一起，试图一跃而过吴文
藻所划出的三个阶段研究面向。《生育制度》、《乡土中国》作为他同
一时期的作品，集中凝练了他从观念上对历史的理解。这种尝试毕
竟与客观历史研究相距甚远，显得过于简单。这一时期，他基本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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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对此，费孝通谈道:“自从大一统的集权政治确立之后的士大夫并没有握过政权。我所谓
政权并不指做官，而是政策的决定权，也就是国家的主权……我问自己:为什么中国的历
史里不曾发生中层阶级执政的政治结构? 这个问题使我对士大夫阶层的政治意识发生

兴趣。他们怎么不去和皇帝争取政权? 中国怎么不发生有如英国大宪章一类的运动?
这种经济上是地主，社会上是绅士的阶层怎么会在政治上这样消极? 这些问题显然可以

从多方面去研究……任何一种社会结构必然包括一套意识，就是认为应当如此的态度。
它支持着那种结构……我认为惟有明白这种意识的内容，我们才能在要求改革社会结构
时，克服这种阻碍改革的力量。”(费孝通，1999 /1948d:485)
费孝通认为，与双轨体系最合宜的是英美的代议制，针对梁漱溟的质疑，他回答道:“如果
对英美代议制怀疑，不论它值得不值得学，或是有没有能力去学，怎样防止权力的滥用，

还是个急切得加以回答的问题。这问题并不是对任何人或任何党而发的，今后无论哪一
党所组成的政府必然得做比以往的政府更多的事，传统的无为主义已经失其意义，而在

我们的文化遗产中所有防止权力滥用的机构又是十分脆弱。我们是否将坐视双轨体系
的被破坏……如果我们果真没有能力学习英美代议制，我们有什么代替品呢? 以往我们
没有学像英美代议制是‘不为’呢? 还是‘不能’? 我很愿意梁先生能在这些问题上给我
们一些指教”(费孝通，1999 /1948c:351 － 352)。



ethnos的历史过程理解成文化变迁的过程，基于综合派克和马林诺
夫斯基而来的关于文化变迁研究的一整套设想，他更注重于对立关

系的寻找，以此来看作为文化单位的 ethnic unit是如何在观念与社会
的互动关系中发展的，但是对于观念本身的历史却没有进一步追问。
在他看来，绅士身上集合了汉人的观念与社会关系之总和，其心史所

寄便是道统;乡土伦理、礼治社会，乃至双轨体系等等不过是这一心
史的具体表达。
但这一心史并不是中国文明史的全部心态。1943 年费孝通和师

友潘光旦等人登鸡足山朝圣时发现，这座佛教圣地同时汇集了来自四

方、夷汉不分的朝圣者，宗教的神圣感造下了这样和谐的因缘际会(费
孝通，1999 /1943:68 － 69)。他对宗教一直没有太多关注，然而这种神
圣感使他顿觉心虚，自责对宗教的无知(费孝通，1999 /1943:69)。他
想寻找这种神圣感的来源，于是向人寻———香客虔诚却盲目，庙里的和
尚早已深深沾染了世俗气，空余一篇“沙门不敬王者论”，再也没有有
德高僧;向物寻———长命鸡原本便是文化驯养的产物，即使返回自然也
活不下去;向山寻———山不在高，因迦叶袈裟的神话而显赫有名，但是
神话中对永恒的追求便是孤独和死亡;向社会之外寻———世外桃源也
一样苦于苛捐杂税。一时之间，他竟找不到这种宗教精神的寄托，或者
说他觉得这种精神的前景相当悲观。姑且不论费孝通是否误解了佛
教，鸡足山一行至少表明在对礼仪社会的思考之外他还曾试图理解宗

教的地位。随着 1950 年代的到来，他再度置身于少数民族之中，面对
各种以宗教信仰为文化特点的边疆社会，他对 ethnos 的理解也逐渐开
始容纳客观历史的丰富性。

三、文明的历史进程与心态:
从 ethnos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1933 － 1935 年，费孝通在史禄国那里只修完了第一期的人体测量
学内容，课程便中断了。两年里，史禄国总让费孝通做生物解剖和人体
测量，却从没有在课堂上做过一次系统讲解，费孝通其实更感兴趣的是

史禄国当时正在思考的通古斯人的 psycho-mental complex 问题(费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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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后来译为“心态”)①———这是史禄国的 ethnos 理论后期的主要关
注点。②

费孝通在《花篮瑶社会组织》一书中已经尝试用 ethnos 来解释大
瑶山地区不同民族团体之间的历史关系，并把民族团体意识之形成放

在其中进行考察(费孝通，1999 /1936:422 － 497)。他认为，ethnos 是由
离心动向与向心动向两种合力推动的变迁过程，“因族团间的关系不
易达到一个平衡状态，固定的族团单位很少成立，我们所能观察的只是

在族团关系网中，族团单位分合的历程而已”(费孝通，1999 /1936:468
－ 469)。花篮瑶、坳瑶、茶山瑶、滴水花篮瑶、板瑶和山子瑶都自称瑶
人，其实来源并不相同，可是在和汉人对抗中，这些族团间发生了一种

向心动向，这种动向推行到极致便可能形成一个取消各自单独的族名，

实行内部通婚的“瑶族”(费孝通，1999 /1936:469 － 476)。费孝通还借
助派克的人文区位学观点来解释 ethnos。在派克那里，社会变迁实质
是指抽象的社会关系变化，其根本的规律即竞争、冲突、调协与同化，这
四个连续的社会历程即社会化。在这个过程当中，自然社区逐渐生成
最密切的道德关系，最后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林耀华，2002 /1933:
84 － 97)。上述瑶汉关系、不同瑶人族团之间的关系变化也包括竞争、
冲突、调适、同化一系列过程。可见，费孝通侧重从抽象的社会历程来
谈 ethnos，以此来排列具体的历史材料，对于历史本身并不做细部考
证。他所说的“固定的族团很少成立”，意指在历史变迁中固定不变的
民族实体几乎不存在，族团(ethical unit)应作为科学观察的分类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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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根据费孝通的解释，“Psycho原是拉丁文 Psukhe演化而来的，本意是呼吸、生命和灵魂的
意思，但英语用此为字根，造出一系列的词如 psychic，psychology等，意义也扩大到了整个
人的心理活动。晚近称 Psychology的心理学又日益偏重体质成分，成为研究神经系统活
动的学科。史氏总觉得它范围太狭，包括不了思想、意识，于是联上 mind这个字，创造出
Psycho-mental一词，用来指群体所表现的生理、心理、意识和精神境界的现象，又认为这
个现象是一种复杂而融洽的整体，所以加上他喜欢用的 complex一字，构成了人类学研究
最上层的对象。这个词要简单地加以翻译实在太困难了。我近来把这一层次的社会文
化现象简称作心态，也是个模糊的概括”(费孝通，2001 /1994:82)。
费孝通此前在燕京大学念书时已经对社会心理学萌生兴趣并写过“派克及季亭史两家社
会学学说几个根本的分歧点”，投入史禄国门下以后又连续写过这方面的文章，如“论内
省与意识———心理学方法的分析”、“霍布浩士社会发展论概论”等。前者涉及 20 世纪
初期柏格森(Henri Bergson)的直觉主义心理学、詹姆士(William James)实用主义心理学
等。后者则将英国社会学家、哲学家霍布浩士(Leonard Trelawney Hobhouse，又译霍布豪
斯)与斯宾塞的社会学理论进行比较，推崇霍布浩士以心理学为基础的社会改良主义。
不过这些讨论都比较简略。上述文章均见《费孝通文集》第 1 卷。



来看待，因此他所论及的汉人、花篮瑶、坳瑶、茶山瑶、滴水花篮瑶、板瑶
和山子瑶等都是在描述一个文化变迁过程中所使用的分类。
在这个研究中，费孝通对 psycho-mental complex 的理解指的是离

心动向和向心动向的合力，简言之，即某一文化群体心理的认同感。但
是，当他后来越发注意多民族互动交织的历史时，离心动向和向心动向

就越难以指示历史发展的轨迹，因为这两个简化的概念范围之大，无疑

包含了极多的具体方向上的力，几乎不可能一一求和。他开始借助区
域和民族史的研究，在民族地区寻找各种关系的综合体。在汉人地区，
“双轨”体系表现为“皇权与绅权”，由绅士作为联结的纽带，而在少数
民族地区情况则稍微复杂，其政治结构似乎牵涉到三种力量:皇权、土
司或头人、巫师。

1950 － 1957 年间，费孝通先后访问过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和内蒙古
呼伦贝尔草原，两个区域的民族历史特点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
西南地区，他关注的是历史上封建王朝与少数民族的政教关系，一是长

期存在军事征伐，二是以土司制度为基础进行间接统治。这些民族和
汉人一起形成了一个“一点四方”格局:汉人居住在市镇上，四周环绕
着苗、彝、仲(即后来识别的布依族)等主要民族，也即俗话说的“苗家
住山头，仲家住水头，客家(汉人)住街头”(费孝通，1999 /1951:265、
271)。这个格局本身即是帝国体系的缩影。土司制度本质上也是一
种封建，它的合法性来自皇权。费孝通认为土司制度给少数民族政治、
文化自由留下了一定的空间，而从明末逐渐开始的“改土归流”是“从
承认民族区别而变为否定民族区别，也就是消灭少数民族，进行同化政

策的开始”(费孝通，1999 /1951:288)。土司制度的废止，进一步破坏
了彝族原来比较完整的政治组织，使中央王朝在名义上建立了直接统

治;以贵州彝族为例，明末彝族三大土司之一的永宁土司奢氏因叛乱被

杀，其官职被废除之后，其治下的这支彝人便溃散，叙永一带的土地即

被放弃，奢氏后裔亦改姓徙居他处(费孝通，1999 /1951:288)。
费孝通实际指出了土司或头人往往等同于其社会本身。但是，土

司或头人毕竟不同于汉人绅士，作为某一民族的王，他们坐拥一方，总

掌军政大权，拥有对其治下生杀予夺的权力(费孝通，1999 /1951:
289)。他们虽处在皇权的笼罩下，但其权力的性质却接近皇权。费孝
通发现，在实行土司制度的地方同样存在着政教分离，土司掌握了世俗

的权力，而长老或巫师掌握了宗教的权力(费孝通，1999 /1951: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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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俗中，一族的领袖即头人或族长地位最高，其下往往有一整套掌管

宗教的体系，包含行使不同职能的巫师，而在仪式中，则是由地位最高

的巫(费孝通称之为“教主”)担任仪式主持者(费孝通，1999 /1951:
303)。费孝通特别关注西南民族中广泛分布的铜鼓，指出这种乐器原
本是古代西南民族祭祀的神器，是宗族的象征，头人权力的支持来自藉

由这些神器所表达的宗教信仰;汉族征服了这些民族就要强迫其交出

铜鼓，以示屈服;而不愿投降的民族则将铜鼓埋在地下，走上不断流浪

逃亡的旅途(费孝通，1999 /1951:306 － 307)。与神鼓同样具有神圣性
的是口述的家谱;有形的鼓由族长保存，无形的家谱则由大巫师背诵，

人死的时候，要请大巫师举行仪式，把死者的灵魂导入神鼓(费孝通，

1999 /1951:302 － 303)。据此费孝通认为，“神鼓是祖先的祠堂，也是
祖先崇拜的象征。教主能背诵族里的家谱，肯定每一个人在血缘组织
中的身份。人死了，他的名字记入这个口头传记的家谱里”(费孝通，
1999 /1951:303)。
从费孝通的精彩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到不少启发。在我理解，他的

叙述隐含了重要的理论内涵，也即生与死的世界如何沟通的问题构成

了当地的王与巫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基础，王执掌着现实世界，巫则是

来往于生死之间的媒介。与神鼓一样，无形的家谱描绘的是彼岸世界
的地图，所不同的是，作为神器的鼓具体呈现了彼岸世界在现实世界中

的存在，它使已逝者回到生者中间生活，这种生命的力量是生生不息

的。征服这些民族就要迫使他们交出神器，这表明，历史上中央王朝清
楚地知道，铜鼓是这些民族文化精神的凝结之物，对它的占有或包容意

味着在这一民族的精神上永久地投射了帝国文明的烙印。而在这里，
负责天人沟通的巫就是当地社会的“知识分子”。和绅士在双轨体系
中的上下游动一样，他们在当地政治和宗教结构中也处于同样的地

位———一方面他们没有掌管神鼓，在世俗中地位要低于头人，另一方面
他们对神圣性的把握又超越了世俗权力，在仪式中成为神圣的化身。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此时费孝通对 ethnos 的理解尚未意识到要将

汉人社区研究和民族研究两股线索融合为一，因而也就不察他在这两

股线索上对知识分子的分别探索竟可导出如此相似的推论。但是他已
经意识到，民族地区不同于“乡土中国”的最大之处便在于它的宗教
性，如同他在 1956 年曾谈到的那样，宗教意识与民族意识结合、宗教和
政治的结合是民族宗教的主要特点(费孝通，2006 /1956a: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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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从花篮瑶研究开始，费孝通就在一种夷汉关系的思路中书写，

然而直到 1978 年，他才开始认真思考民族地区和“乡土中国”如何历
史地结合为一个整体。这一年费孝通发表了“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
题”一文，提出后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雏形(费孝通，2006 /
1978:293)。他认为，根据斯大林“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
和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民族定义，进行民族识别时
要特别谨慎，因为中国历史上多民族混融杂居的情况突出，语言、地域、
经济生活大多数都与单一民族不相重合，只有共同心理是相对可靠的

依据。所谓共同心理，是指历史上形成的民族认同感，强调有别于其他
民族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特点，并赋予强烈的感情，把它升华为本民
族的标志(费孝通，2006 /1978:303)。其实这说的就是 ethnos 中史禄
国强调的 psycho-mental complex，也即费孝通后来谈的“心态”。

1988 年他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文中进一步发挥上述观
点，提出，在秦汉之际汉族形成的关键阶段，北方游牧区也出现了匈奴

人统治下的统一局面，汉族实际是在两大区域———黄河长江的中下游
平原地带与北方草原地带并立的历史过程中出现(费孝通，2004 /
1988:128 － 129)。不过，双方的交流与融合却更为他所重视:“中原和
北方两大区域的并峙，实际上并非对立，尽管历史里记载着连续不断的

所谓劫掠和战争，这些固然是事实，但不见于记载的经济性相互依存的

交流和交易却是更重要的一面”(费孝通，2004 /1988:130)。他认为，
“汉”人从形成开始便不断吸收包括来自北方的其他非汉民族，反之亦
如是，因此没有哪个民族在血统上、文化上不是混杂的(费孝通，2004 /
1988:138)。
在这个“汉”与“非汉”混杂的过程中，他所谈的民族融合其实是文

化上的混合与政治上的统治相区分的。实际上从公元 317 年晋室南迁
之后，中原地区的政权在大多数历史时期不在汉室手中。无论是“五
胡乱华”还是满清入主，费孝通强调的是文化上的“汉化”超越了政权
的更替，更进一步说，皇帝是不是汉族人并不是关键，重要的是它的皇

权结构是立足于“汉”的。例如“后唐、后晋、后汉三朝都是沙陀人建立
的，以中兴唐朝出名的庄宗本身就出自沙陀。所以有唐一代名义上是
汉族统治，实际上是各族参与的政权。在从唐到宋 500 年的时间里，中
原地区实际上是一个以汉族为核心的民族熔炉”(费孝通，2004 /1988:
132 － 136)。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他所说的“汉族”有双重含义，一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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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法律意义上的实体的汉族，另一重则是承担历史变迁的文化心

态———后者才是他全部叙述的基础。他讨论的汉之所以能够不断吸纳
其他的民族文化，是由于这个文化心态能够容纳多种民族的政治和宗

教宇宙观。
在他的多元一体格局中，民族融合并不是要在文化和意识上完全

同化，而是在宗教和语言上都保留其特点(费孝通，2004 /1988:135 －
136)。既然如此，这些多元的民族文化所形成的统一体便不是均质
的，而是一个巨大的混合体。他拒绝用民族—国家的方式理解这个统
一体的性质，认为我们应意识到今天的“中国”是对历史上中国作为一
个文明体的观点之继承:

中国的新国家形成必然受到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关系的

影响。传统中国不是欧洲式的小公国，而是腹地广阔，中央与地
方、城市与乡村、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关系比较复杂而多元的
文明国家，这样的国家一般被历史学家称为‘empire’(帝国)，她
的新形态必然也与从欧洲的小公国转变而来的民族国家(nation-
state)有着很大不同。(费孝通，2004 /2000:220 － 221)

他谈到自己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这个概念来解释中国民
族研究当中的历史和文化特征，就是试图指出，在新的国家建设中，我

们必须注意到民族与民族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的那种“和而不同”的
关系，这是中国与欧洲式的民族国家最大的区别，也是世界上成功的文

明体系的主要特征(费孝通，2004 /2000:221)。这些“和而不同”的关
系指的是心态或观念意义上的相互认知和理解。
费孝通反思自己过去对 ethnos的理解只顾及到宏观层次的历史变

迁，并没有具体理解在民族分分合合的历史过程中，各个民族单位是怎

样分、怎样合和为什么分、为什么合的道理(费孝通，2004 /1996:166)。
他觉得自己忽视了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在民族单位中起作用的凝聚

力和离心力的概念，另一个方面是民族单位本身的变化(费孝通，

2004 /1996:166)。也就是说，一方面关联着民族心态问题，另一方面关
联着更微观具体的历史研究。他认为，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上值得进一
步论证的是民族共同体的主要特征———民族认同意识，进而引申出民
族认同意识的多层次性问题(费孝通，2004 /1996:165)。简言之，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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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ethnos 的再思考，费孝通提出了理解中国这一文明体的两个重要维
度:一个是民族关系史，另一个是与之结合和对话的民族心态史。前者
是一个复杂多元的“上下内外”关系体，包含着中央与地方、主体民族
与少数民族的等级关系，也包括族群之间的横向联系(参见王铭铭，

2009:1 － 33);后者不仅是心理认同，更包含了民族的情感与道德。
归根结底，多元一体格局所描述的文明史进程，其实质是汉人的心

态与少数民族的心态在历史中展开对话———这是费孝通对史禄国 eth-
nos理论精粹的继承。① 但是，ethnos 强调不同文化单位之间的张力和
冲突，强调永远持续的动态过程，并不重视融合“一体”的问题。费孝
通曾试图从认同的多层次对此进行补充，认为在最高的层面上，汉与非

汉民族有着对汉文化这一核心的共同信仰;游牧文化区最终会落入农

业文化区里，被融化成其中的一部分(费孝通，2004 /1988:148 － 149)。
1996 年，他又对这一论点做了调整，认为高层次的认同并不一定取代
或排斥低层次的认同，不同层次可以并存不悖，又回到对多元的强调

(费孝通 2004 /1996:163)。这中间的摇摆表明，费孝通最后没有继续
把“一体”的问题进行实质化的论述，而将重点放在对多元的探讨上，
以期取得对“一体”问题的突破。
在费孝通内心还有知识分子这一个重要问题萦怀不去，而这个问

题原本在史禄国的 ethnos中并不受到特别重视———他所说的 ethnos是
一个远超出人类心智阶段的自启动系统(费孝通，2001 /1994:84 －
85)。但是从 90 年代后期开始，费孝通不断回溯自己早年的研究起点，
从中逐渐体会到知识分子或许可以成为解开 ethnos那种强对立关系的
钥匙。

四、结 语

过去我们更多地从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主义来看费孝通，其实正

如费孝通晚年所表白的，他也曾受史禄国很深的影响(费孝通，2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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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禄国的 ethos“是人们的群体，说同一语言，自认为出于同一来源，具有完整的一套风俗
和方式，用来维护和崇敬传统，并用这些来和其他群体做出区别。这是民族志的单
位———民族志科学研究的对象”(费孝通，2001 /1994:81)。费孝通解释说史氏用这个词
是为了避免 Nation所染上的国家含义，故他也未做翻译。



1994:69 － 91)。追溯这一学术脉络，可以促进我们对民族地区的进一
步理解，对民族研究与他的知识分子研究之间的关系有更为清晰的认

识，而这方面过去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史禄国给费孝通留下的两份遗
产———“心态”与 ethnos，成为他晚年思考文化自觉问题的重要对话对
象之一。“文化自觉”用费孝通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指“生活在一定文
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
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
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费孝通，2004 /1997:188)。
而能对自己的文化传统有所把握和担当者，也即费孝通所认为的知识

分子。
根据费孝通的理解，史禄国对心态的研究源自他对通古斯人社会

文化中特别发达的萨满教(Shamanism)的研究。萨满被通古斯人认为
是充当人神媒介的巫师，史禄国没有把它看做迷信或原始宗教，而是把

它作为一种在社会生活里积累形成的生理、心理的文化现象来研究
(费孝通，2001 /1994:82 － 83)。

他的理论上的贡献也许就在把生物现象接上社会和文化现

象，突破人类的精神领域，再从宗教信仰进入现在所谓意识形态和

精神境界……正因为他把人类作为自然界演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个
阶段，我时常感觉到他的眼光是一直看到后人类的时期。宇宙的
发展不会停止在出现了人类的阶段上。我们如果把人类视作宇宙
发展的最高阶段，或是最后阶段，那么等于说宇宙业已发展到了尽

头。这似乎是一种人的自大狂。(费孝通，2001 /1994:85)

费孝通在这里指出了史禄国对他的两个启发，一是史禄国的理论

蕴含着一种去人类中心主义的人类学思考;二是史禄国对通古斯人萨

满教的研究使他注意到人神沟通在民族心态形成中的特殊地位。这两
者关系紧密。
史禄国的 ethnos理论综合了民族志、语言学、体质人类学和考古学

四大方面(史禄国，1984 /1928:3)，他也曾计划从这四个方面培养费孝
通。费孝通虽然未能从史禄国处学到语言学和考古学，但他却始终关
注这两方面的研究。早在 50 年代他即提出要在民族地区开展考古学
研究和建设博物馆(费孝通，2006 /1956b，2006 /1957)。2001 年，费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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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建议召开了“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会议，集合了一批考古学家
围绕红山考古的玉器发现与中国文明的问题进行讨论。他认为，通过
对玉的内涵意义的挖掘，从物质切入到精神，进入价值层面的探讨，可

以找到从石器到玉器这一历史进程与士大夫阶层的出现之间的复杂关

系，而这正是中国文明不同于西方的重要特点之一(费孝通，2001a:
362)。
同年费孝通在“再谈古代玉器和传统文化”一文中再度提到史禄

国萨满研究的重要性。当他看到考古学家对内蒙古红山墓葬玉器的研
究之时，便敏锐地将其与史禄国的萨满研究联系在一起。“红山文化
社会中有两批人:一批是有玉器随葬的人，另一批是没有玉器随葬的

人。有玉器随葬的人很可能是代表神(God)的萨满( shaman)，是上天
的代言人，是通天的，他有象征其身份的特别表象(或称符号 symbol)，
这种表象便是玉器……我的老师史禄国认为，通古斯人起源在黄河流
域，北方有些部族中就有萨满，他们就是一种能通灵的人”(费孝通，
2001b:367)。
不过，费孝通对玉的理解没有止于此，他沿着史禄国的观点继续讨

论萨满之后的知识分子出现的问题。他似乎不太肯定许倬云的观点，
后者断定“以汉族为中心的中华民族文化中，没有发展出萨满文化
来”，而更倾向于郭大顺的观点，即中国文明走过一个从“惟玉通神”发
展到“以玉比德”的阶段(费孝通，2001b:367 － 368)。他认为，这个人
文化的转折阶段大约从西周开始，到春秋孔子定儒家之后，“以玉比
德”的概念也形成了(费孝通，2001b:368)。“玉器的内涵从通神到通
人，即从表示人与天的关系发展到表示人与人的‘礼’和‘德’的关系。
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礼是将人与人的关系神圣化( sacred)……礼
最要紧的是管人与人之间的大事……德是用自己的力量来约束自己，
是一种内化的自觉行为”(费孝通，2001b:368)。那么，与之相关的古
代社会分化便产生了重要的标准，就是产生了君子。君子与沟通天地
的萨满不同，萨满是得天之灵的巫师，而君子则是通晓礼法的“士”。
在从礼到德的过渡时期，文字的应用和“士”的出现有密切关系(费孝
通，2001b:369)。伴随着这一过程，玉器自身的品格也出现过三个阶
段的变化:“第一阶段是玉器的初期阶段，它主要是作为萨满同天沟通
的法器而存在;第二个阶段是在文明社会中作为表现礼的等级制度的

佩饰而出现;第三个阶段是把玉器作为人们道德品行的象征”(费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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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2001b:369)。他建议，社会学宜借鉴考古学的成果，考察玉器缘何
能成为萨满通灵的象征，后来又缘何能成为人格和道德的象征，也即考

察玉在文化史中的延续与断裂的问题。
首先，费孝通指出上古史中曾发生过文明的断裂，这个断裂使中国

古代社会从宗教社会转变成礼仪社会，使知识分子从巫师转变成士大

夫。在这个转变中，士大夫再不能像萨满那样飞升或降神，不像他们那
样自身即可以成为神。其次，对文字的掌握成为士大夫沟通神圣性的
另一种方式。①但是，即使在文字出现以后，士大夫也没有抛弃玉，而是
保留了对它的热爱。其三，玉所经历的历史也是知识分子心灵史，它自
身的延续与断裂就是知识分子心史的延续与断裂。费孝通虽然强调断
裂性，但他无法否认士大夫也曾经是巫师。他在民族地区看到过的铜
鼓和巫师表明，这个文明依旧容纳着变革前的记忆。
由此我认为，费孝通实际发展了史禄国的理论:在 ethnos 的过程

中，作为文化单位的民族不断消亡，同时又为新的民族所替代，历史其

实是由许多断裂的片段组成，彼此对立冲突，而在这里巫师与绅士之间

却难以截然断开。正如有的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知识分子所倚赖的
文字本身亦带有巫术的魅惑力，反之亦然;文字作为一种巫术和科学混

合的造物，正可比鉴知识分子与巫师的混融(王铭铭，2010)。此外，费
孝通则进一步表明，知识分子作为“文字造下的阶级”，其神圣性的来
源并不单纯依靠文字，他们的道德仍旧需要有美玉象征，简言之，从萨

满的通天之器到士大夫的随身佩饰，玉所承载的神圣性具有难以割断

的历史连续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费孝通发展了他早年对知识分子
的理解。在写作《皇权与绅权》之时，他的重点在于殷周制度变革之
后，周代所确立的人文化的道德体系;但是他在民族地区所见的宗教问

题使他注意到，只关注礼仪道德是无法充分解释“多元一体”格局的，
因此在对玉的研究中，他又回到殷商的宗教文化研究中寻找两者的历

史关联。从巫师到绅士的这个过渡，在他看来并不能简单视同为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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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这一点，费孝通曾经在“论‘知识阶级’”一文中谈到，文字是庙堂性的，官家的;知识
分子是文字造下的阶级(费孝通，1999 /1948a :479 ～ 480)。在更早的《江村经济》中，费
孝通谈到家乡一带敬神的禁忌中有一项与尊敬知识相联，任何字纸都要送到庙宇里专门

用来焚化纸帛的炉中焚化，不能随便丢弃或在厨房烧毁(费孝通，2001 /1939:97)。王铭
铭在“君子比德于玉”一文中亦关注费孝通对知识分子与文字关系的强调，不过在对玉
的三个阶段演变过程的讨论中，费孝通对于第一个阶段玉何以成为萨满的通天神器也同

样重视，认为这是红山文化的考古学重大发现(王铭铭，2006:69 － 85)。



因为他看到两者的共时性存在，以及其共同的神圣性来源。这意味着，
汉人的绅士和少数民族的巫师之间存在的历史纽带成为我们理解少数

民族的基础———这也即知识分子的心史所系。至此，在我看来，费孝通
终于将早年沿着 ethnos铺开的两条线索重新融会贯通。

2003 年，在生命将近最后阶段，费孝通提出社会科学研究应关注
将心比心地去理解他者，认为“人类的各种文化中，都可能隐含着很多
永恒的、辉煌的、空前绝后的智慧，我们要学会欣赏它们、理解它们、吸
收它们，这也是我所说的‘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本意之一”(费孝通，
2004 /2003:165 － 169)。我想，费先生所说的知识分子的自觉其实是
指，我们对他者的智慧的体悟要远重于知识和技术的堆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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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Subjectivity and Its Dilemma: A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Fei
Hsiao-t'ung's culture perspectives Li Youmei 2………………………

Abstract: How to maintain the cultural consciousness and subjectivity in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is the consistent theme of Fei Hsiao-t'ung's thoughts. Fei's idea
of“cultural subjectivity”has different form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In the
1940s，it was characterized by Fei-style contradictory cultural liberalism of tough
choice when facing Western industrialization wave. In the 1980s，it was characterized
by the refle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based on native culture.
In the 1990s，it was characterized by taking the initiative to abandon the local living
traditions in the wave of globalization，to create new subjectivity in participating and
learning the worldwide game rules and technologies. In the 21st century， it is
characterized by overcoming the shortcomings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in Western
culture and creating a new human world of“enjoying the beauty of others，building
the wonderland together”under the guideline of Confucian culture. In all historical
periods，Fei's cultural feeling had always been interwoven among different kinds of
contradictions. This is rather a common situation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when facing
the dilemma of national identity and global modernization than the tension of Fei's
individual thoughts.

The History of Fei Hsiao-t'ung's Mind: Ethnos as a clue to his
community study and ethnic study Yang Qingmei 20…………………

Abstract: Former studies about Fei Hsiao-t'ung usually had his thoughts discuss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like his interests on economy，society and culture，which
separately relating to village industry，“diversity-orderly structure”and“cultural
self-consciousness”. Complementary to this kind of fragmentary researches，this
paper tries to make an integrated comprehension to Fe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e. The author illustrates the inner connections between Fei's gentry study and
magician discussion by reorganizing his relevant writings ignored before. Aiming to
re-understanding Fei，the author takes effort to find the academic linkage between his

342



community study and ethnic study. The Ethnos theory advocated by Shirokogoff is a
crucial clue to stand by in this study.

Moral Resource Mobilization and the Logic of a Rising Society in China
Chen Yingfang 50…………………………………………………

Abstract: Based on three comparative case studies of recent “Home Protect”
movement in Mainland China，Hong Kong and Taiwan，this essay explores how the
social movement actors mobilize moral resources and political ethics to resist the
urban development justified by fostering national interest. By revisiting Max Weber's
writing on Chinese society and drawing insights from Japanese scholars' discussion on
the“Japanese /Asian model”as an alternative path of modernization，the author
elaborates the hierarchical value structure derived from the imbalanced power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society to explain the institutional constrains
the emerging of citizen activism is facing and its implication to the changing state-
society relation. Urban social movements' strategic focus on cultural value and social
norm (manifested by the use of“home”as contentious discourse against“nation /
state”) has to be understood in relation to the complicated and changing interaction
between political institution and indigenous culture. It is argued that this approach
will shed light on the internal logic and actual possibility of a rising society in China.

On the Three Great Reforms of Chinese Trade Unions since 1949
You Zhenglin 76

……
…………………………………………………

Abstract: As mass organizations，Chinese trade unions are usually criticized for
becoming divorced from the masses of staff and workers. During the initial post-
Liberation period，in the late 1980s and after the 2000s，Chinese trade unions
carried out three reforms，taking great efforts to improv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e unions and the Party，promote the autonomy of trade unions' activities and
strengthen the defending of workers' rights，hoping to change the unfavorable images.
This paper describes and analyses in detail the social backgrounds，trade unions'
ideal image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se three attempts of great reforms respectively.
The driving power and the inherent limitations of the reforms are also discussed.

Studying Determinants of Social Network Size: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statistical models Huang Ronggui ＆ Gui Yong 106…………………

Abstract: Whether OLS is an appropriate and effective model for studying
determinants of social network size has not been scrutinized systematically. Based on
review of statistical literature，this article preliminarily explores potential problem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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